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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高农户垃圾分类意愿、促进农村垃圾分类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关键环节。

基于全国大样本数据，利用控制方程法和半参数似无相关双变量 Probit 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互联网使用与户主

非农就业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非农就业与互联网使用决策受到共同因素作用；(2)

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垃圾分类意愿，但户主非农就业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有负向影响；(3)互联网使用不

能够抵消非农就业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负向影响，二者总体影响为负。因此，提高农户垃圾分类意愿，需要加强

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非农就业人员环保意识，改善村居内部环保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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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近年来，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排放量迅速增长，但垃圾分类治理严重滞后，给农村人居环境和

居民健康带来严峻挑战。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农村年垃圾产量达 3亿吨，超过了城市水平，甚至达到部分发达国家水平，

且农村生活垃圾成分逐渐多样复杂，除塑料、玻璃制品垃圾快速增多外，电子垃圾、废旧电池等数量不断上升，严重污染农村

人居环境[1]。 

调查发现，我国 24%的饮用水和 18%的河水受到生活垃圾排放污染[2]。农村垃圾污染问题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2015 年《关

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推进农村垃圾就地分类减量和资源回收利用”；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并开启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示范县项目；2018 年，《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

战行动计划》印发，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列为重要着力点[3]。尽管政策逐步介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但当前乱堆乱放、混合收集

仍是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的主要方式，农民环境责任感较弱，垃圾分类处理积极性偏低[4]。 

现有文献对农户垃圾分类的研究主要从以下 3个视角展开：(1)从农村视角，对农村生活固体垃圾处理现状的描述统计与影

响因素分析[1,5-6]；(2)从农户视角，考察农户对生活垃圾处理的意愿及行为，并着重分析其影响因素[7-10]；(3)从制度和经验视角，

考察农村垃圾处理绩效，总结我国农村垃圾处理经验与模式[3,8,11-12]。而农户参与是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不可或缺的环节[13]，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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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献中针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专门研究还较为少见，特别是缺乏从互联网使用和劳动力转移视角的研究。随着农村互联

网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户生活理念、消费习惯以及垃圾分类意愿不断受到冲击。其中互联网有助于

信息公开和流动，促进居民改善环保态度、提升垃圾分类等环保行为意愿
[14-16]

；而劳动力非农就业则由于人口效应、收入效应对

环境保护呈现出复杂性和区域差异性[17-19]。 

本文基于全国调查数据，采用半参数似无相关 Probit模型对互联网使用与户主非农就业的联立决策进行估计，并利用控制

方程法克服内生性干扰，着重分析互联网使用和非农就业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为增强农户环保意愿、加快农村环境整

治提供经验证据。 

1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1.1 家庭互联网使用与户主非农就业的联立决策模型 

参考已有文献和农户模型[20]，农户在家庭互联网使用和户主非农就业决策中一般会受到共同因素的影响，即互联网使用和

户主非农就业两种决策可能存在相互联立的关系。两种行为可以分别用如下方程表示： 

 

式中： 、 与 Inti、offi分别表示农户 i家庭互联网使用和户主非农就业的潜变量与实际状态。当观测到家庭使用互联

网和户主非农就业时，Inti和 offi被赋值为 1。自变量 K1i和 K2i分别表示影响农户家庭互联网使用和户主非农就业的因素。 

本文采用似无相关双变量 Probit(seemingly unrelated bivariate probit，SUBP)模型联合估计方程(1)和(2)，并检验家

庭互联网使用决策和户主非农就业决策的相关性。但需要指出的是，SUBP 模型要求潜变量方程(1)和(2)的误差项满足联立正态

分布这一强假设，而实际抽样调查数据往往成偏态分布，难以符合这一假定。因此，本文参考 DeLuca[21]的处理办法，采用半参

数 SUBP 模型进行估计，以降低估计效率损失。 

同时，在 SUBP 模型中，选择家庭书籍数量作为家庭互联网使用需求的识别变量[22]，并采用 Person 相关系数法来检验农户

家庭书籍数量与户主非农就业、家庭互联网使用的相关性，进而判断识别变量的有效性。Person 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表明，家庭

书籍数量与家庭互联网使用存在显著正向相关(相关系数=0.115，P=0.000)，而与户主非农就业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相关系数

=0.018，P=0.115)。这说明，家庭书籍数量能在一定程度反映农户对网络信息的需求，但对户主非农就业决策并不是很重要，

识别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 

SUBP 模型的联立方程估计需要用到全信息最大似然法。通过以下对数似然函数方程可以得到模型参数βoff和βInt的一致估

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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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非农就业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模型 

本文假定农户垃圾分类意愿是农户户主非农就业、家庭互联网使用以及其他家庭内外部控制变量的方程。由于农户垃圾分

类意愿为二元虚拟变量，其影响因素方程可以用潜变量模型表示如下： 

 

式中： 为不可观测的农户垃圾分类意愿潜变量。Wi为实际观测到的农户垃圾分类意愿，当 Wi=1 时表示农户愿意进行垃圾

分类，Wi=0 时表示农户不愿意进行垃圾分类。offi和 Inti定义如上，Xi为其他控制变量。αInt、αoff和 αX分别为其附属待估计

参数，μi为经典随机误差项。 

参考 Ma等
[23]

的研究，本文采用控制方程法来控制户主非农就业和互联网使用变量的内生性。相较于传统的工具变量法，控

制方程估计量更具效率[24]。控制方程法包含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采用SUBP模型同时估计户主非农就业和家庭互联网使用

决策方程，并通过预测得到两个方程的残差估计量。在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中获得的两个残差估计量作为两个额外的新变量

加入第二阶段估计方程中，方程(4)可被改写为： 

 

式中：变量 、Wi、Inti、offi、Xi和系数αInt、αoff、αX定义如上。RES1i和 RES2i分别为方程(1)和(2)的残差项，αγ1和αγ2

分别为其附属待估计参数。σi为随机干扰项。潜变量方程(5)可以采用 Probit 模型或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通过最大似然估计

法可以得到方程(5)中的参数估计量。 

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数据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hina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2016 年调查数据，该数据库由

中山大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家庭抽样获取。采用多阶段分层 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抽样技术，CLDS 数据包

含中国大陆 29个省份数据(不包含西藏、海南)，确保了数据库样本信息具有一定的全国代表性。该数据库包含个体和家庭层面

特征信息，包括家庭日常生活活动、金融财产、农户劳动力流动、农业生产销售等。2016 年 CLDS 数据库共包含 14200个样本，

其中 8248个是农村农户，5952 个属于城镇家庭。由于本文研究关注的是农户垃圾分类意愿，在实证分析中剔除了城镇样本和不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样本。最终，经过数据清洗，共有 8008 个农户样本被纳入实证分析。 

参考已有研究[7,10]，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在实证模型中还加入了农户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消费支出、农

户规模、耐用消费品冰箱和小汽车拥有情况、贫困户、村内环境污染状况和环保设施建设状况、村内工业化程度、村庄位置、

交通设施以及地区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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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描述性统计 

相关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见表 1。从表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约 77%)农户愿意进行垃圾分类，还有约 23%的农户对垃圾

分类的意愿不高。这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整体较高，这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环境需求，另一方面反映

了当前农村环境污染的现实。探究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因素，对建设“美丽乡村”、提高农村居民环境福利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样本数据统计表明，8008 个农村家庭样本中，有 43.6%接入并使用了互联网，表明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取得了

长足进步。互联网使用有利于新技术、新思想的传播，有利于降低农村居民信息不对称，对农村、农业发展至关重要[14]。根据

《2015年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告》，2015 年末我国 32.3%农村居民使用了互联网服务，这与本文户均调查数据相符。由表

1可知，约47.3%的农户户主通过非农就业获取非农收入，而 2015 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 40.3%，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 CLDS调查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数据是高度一致的。 

表 1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标准差) 

垃圾分类意愿 愿意垃圾分类=1，其他=0 0.768(0.422) 

互联网使用 家庭使用互联网=1，其他=0 0.436(0.496) 

非农就业 户主非农就业=1，其他=0 0.473(0.499) 

年龄 户主具体年龄(岁) 53.371(12.937) 

性别 户主性别(男=1，女=0) 0.838(0.368) 

教育 户主受教育程度 2.557(1.230) 

家庭规模 农户家庭总人口(人) 6.176(3.772) 

家庭消费 家庭年消费支出(千元) 3.915(9.120) 

小汽车 有=1，无=0 0.148(0.355) 

冰箱 有=1，无=0 0.808(0.394) 

贫困户 是=1，否=0 0.130(0.336) 

耕地规模 家庭耕地总面积(公顷) 0.421(3.332) 

环保设施 村内环保设施建设情况(有=1，其他=0) 0.666(0.472) 

环境污染 村内环境状况(环境污染=1，其他=0) 0.246(0.431) 

工业化 村内是否有工厂(有=1，无=0) 0.075(0.264) 

城郊村 村庄地理位置(城郊村=1，其他=0) 0.088(0.284) 

公交站 村内家庭设施状况(有=1，无=0) 0.357(0.479) 

东部地区 是=1，其他=0 0.432(0.495) 

中部地区 是=1，其他=0 0.268(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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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 是=1，其他=0 0.300(0.458) 

书籍数量 家庭书籍拥有量(本) 0.159(0.771) 

 

此外，根据表 1 发现，农村户主年龄平均为 53 岁，老龄化趋势明显。其中男性户主占比高达 83.8%，平均受教育水平介于

小学和初中之间，表明我国农村存在一定的性别偏见，教育水平仍有待提高。农村家庭人口规模平均为 6 人，年均消费支出为

3915 元。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也在逐步提高，例如约 14.8%的农户拥有小汽车，而超过80%

的农户购置了冰箱，但样本中仍有 13%的农户属于贫困户。农户平均耕地规模为 0.421 公顷。伴随着经济增长，农村环境污染问

题日趋凸显，样本中有24.6%的村庄存在环境污染问题。与此同时，农村环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有66.6%的样本村庄建设了不

同规格的环境保护设施，这将在一定程度影响农户的垃圾分类意愿。样本中 7.5%的村庄有村内工厂，8.8%的农村处于城郊地区，

37.5%的农村建有公交车站等交通设施。样本在全国范围内分布较为均匀，东、中、西三个地区样本农户分别占比43.2%、26.8%

和 30%，在本文中地区虚拟变量可以用来控制地区层面变量影响。从表 1 还可以发现，样本农户的平均书籍拥有量为 0.16 本，

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阅读强度相对较低。 

3 实证与分析 

3.1 家庭互联网使用与户主非农就业决策模型估计结果 

半参数 SUBP 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发现，误差项相关系数 在 5%水平显著异于 0，表明家庭互联网使用与户主非农就业决策

同时受到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采用传统的单方程估计将损失估计效率，进一步验证了本文选择 SUBP 模型的有效性。此外，半

参数 SUBP 模型存在显著不为 0 的附属参数，同时 LR 检验结果也显著拒绝了 SUBP 和半参数 SUBP 模型的嵌套关系，表明半参数

SUBP 模型估计结果更加有效率。由于SUBP 模型的估计系数不具有直观性，本文在系数估计的基础上，还估计了自变量的边际效

应。 

家庭互联网使用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年龄变量的边际效应显著为负，表明户主年龄每增加 1 岁，将会降低 1.1%的家庭互

联网使用概率。教育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提高户主受教育程度，将促进家庭互联网使用。家庭消费和家庭耐用消费品的

拥有情况也是影响家庭互联网使用的关键变量，家庭消费高和拥有小汽车、冰箱等耐用消费品表明家庭面临的资金约束较低，

有利于促进农户家庭互联网服务购买和使用。而贫困户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贫困户使用互联网的概率显著低于非贫困户，

这可能是由于贫困户使用互联网时面临的资金约束较强。环境污染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环境污染的农村农户使用互联网

的概率更高，这可能是由于对环境信息获取的需求所致。此外，工业化、城郊村和公交站变量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农村工业

化、地处城郊和公交车站建设有利于提高农户互联网使用的概率。农户互联网使用也存在显著的地区效应，相对于西部地区农

户，地处东部的农户互联网使用的概率更高。 

非农就业方程的变量系数和边际效应结果，可以发现年龄变量对户主非农就业的边际效应显著为负，性别变量的边际效应

显著为正，表明随着年龄增长，户主非农就业的概率显著下降，而男性户主的非农就业概率显著高于女性户主。家庭规模也是

影响户主非农就业的显著变量，家庭规模扩大将显著提高户主非农就业的概率。家庭消费变量每增加 1000 元，将显著增加 0.2%

的户主非农就业概率。拥有耐用消费品小汽车和冰箱农户户主非农就业概率显著高于未拥有的农户。贫困户和耕地规模扩大，

将会限制户主非农就业，这是由于贫困户大多属于生存型小农户，其并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非农就业。而耕地规模的扩

大一般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在家庭劳动总量约束下，农户户主外出就业的概率相对较低。此外，农村环境也是影响农户非农

就业的重要因素。农村存在环境污染、建设环保设施都显著促进了户主非农就业。处于工业化、城郊村和有公交站的农村，农

户户主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显著提高。此外，相对于传统农村，工业化农村户主的非农就业概率提高了 7.7 个百分点。本文还

在模型中控制了地区虚拟变量，从结果发现相对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农户户主外出务工概率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东部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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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非农就业概率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表明农户户主非农就业存在显著的地区效应。 

3.2 互联网使用与非农就业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估计结果 

为了分析农户家庭互联网使用和户主非农就业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对方程(5)进行估计。同

时采用两阶段控制方程法控制互联网使用和非农就业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2。由于 Probit 模型估计需要经过

非线性转换，将会导致估计系数的解释不直观，本文对各自变量分别估计了其边际效应。根据表 2，模型中互联网使用与非农就

业的残差项变量分别在 1%和 10%水平显著，表明变量非农就业和互联网使用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两阶段控制方程中得到了较好

的控制。 

表 2非农就业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 

变量 系数 边际效应 

互联网使用 0.763(0.313)** 0.225(0.092)** 

非农就业 -2.455(0.653)*** -0.723(0.192)*** 

年龄 -0.023(0.006)*** -0.007(0.002)*** 

性别 0.299(0.069)*** 0.088(0.020)*** 

教育 0.121(0.025)
***
 0.036(0.007)

***
 

家庭规模 0.035(0.014)** 0.010(0.004)** 

家庭消费 0.003(0.002) 0.001(0.001) 

小汽车 0.154(0.080)* 0.045(0.023)* 

冰箱 0.120(0.059)** 0.035(0.017)** 

贫困户 -0.179(0.049)*** -0.053(0.015)*** 

耕地规模 -0.003(0.001)** -0.001(0.000)** 

环保设施 0.118(0.049)** 0.035(0.014)** 

环境污染 -0.106(0.040)*** -0.031(0.012)*** 

工厂 0.457(0.080)*** 0.134(0.023)*** 

城郊 0.201(0.062)
***
 0.059(0.018)

***
 

公交站 -0.161(0.049)
***
 -0.047(0.014)

***
 

中部地区 0.283(0.044)*** 0.083(0.013)*** 

东部地区 0.027(0.049) 0.008(0.014) 

Res.(互联网使用) -0.592(0.316)* -0.174(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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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非农就业) 2.415(0.654)*** 0.711(0.192)*** 

常数项 1.806(0.352)*** 
 

log-pseudolikelihood 值 -4191.914 
 

伪 R2 0.033 
 

Prob＞Chi2 0.000 
 

样本量 8008 
 

 

根据表 2，互联网使用的边际效应在 5%水平显著为正，表明使用互联网将会显著提高农户的垃圾分类意愿。具体而言，相

对于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户，使用互联网农户的垃圾分类意愿高出了 22.5%。非农就业变量的边际效应为负，且在 1%统计水平显

著，表明户主非农就业将不利于提高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相对于户主未外出就业的农户，户主非农就业将使农户垃圾分类意愿

降低 72.3%。进一步采用非线性估计量，考察非农就业和互联网使用的综合影响，可以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正

向效应尚不足以抵消户主非农就业带来的负向影响，二者的综合效应显著为负(边际效应=-0.498，标准误=0.163)。为了更加直

观分析互联网使用和非农就业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本文采用图示法刻画随着互联网使用或非农就业概率变化而对农户

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图 1和图2)。根据图 1和图 2结果，可以发现随着互联网使用的概率提升，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稳步提高，

10分位点和 90分位点的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相差 17.5%。而随着户主非农就业概率的提高，农户垃圾分类意愿迅速下降。非农就

业概率 10分位点的农户垃圾分类意愿高出 90分位点57%。 

 

图 1互联网使用对垃圾分类意愿的边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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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非农就业对垃圾分类意愿的边际影响 

控制变量中，农户户主、家庭以及外部环境变量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也有着重要影响。户主年龄越大，则农户垃圾分类意

愿越低，且女性户主也会显著降低垃圾分类意愿。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家庭规模的扩大，农户垃圾分类意愿也在显著增强。

拥有小汽车的家庭相对而言具有更高的垃圾分类意愿。冰箱变量的边际效应同样显著为正，表明家中配备冰箱也将显著提高农

户的垃圾分类意愿，配有冰箱农户的垃圾分类意愿显著高出未配备冰箱 3.5%，这可能是由于冰箱具有食品等分类储备、保鲜等

功能，有利于减少生活食品垃圾，有助于增强农户垃圾分类意识。贫困户由于多属于生存型小农户，其垃圾分类意愿相对于非

贫困户降低了 5.3%。耕地规模的边际效应为-0.01%，且在 5%水平显著。农户所在村兴建环保设施将显著提高农户垃圾分类意愿，

相对于无环保设施的村庄，村内有环保设施的农户垃圾分类意愿将高出 3.5%。而地处有环境污染村庄的农户，其垃圾分类意愿

将会显著降低 3.1%。此外，工业化、城郊村的农户垃圾分类意愿分别显著高于未工业化和非城郊村。公交站变量的边际效应显

著为负，表明拥有公交站的农村农户垃圾分类意愿显著低于无公交站村农户。从表 2 中地区虚拟变量的边际效应估计量可知，

农户垃圾分类意愿存在着显著的地区效应，中部地区农户的垃圾分类意愿高出东部地区农户 8.3%。 

为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 Logit 模型对方程(5)进行了估计。Logit估计结果发现其边际效应估计量与 Probit 模型较

为一致，表明本文实证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此外，无论是 Probit 模型还是 Logit 模型都建立在其随机误差项正态或 Logit

分布的基础上，如果误差项不满足这一强假设，将会发现估计的错误识别导致估计偏误问题。本文通过对 Probit 模型进行 LM

正态检验，并采用半参数 Probit模型放松随机误差正态分布的设定，来进一步考察结论的稳健性。LM检验的卡方值为 0.025，

P 值为 0.988，结果表明无论是 1%、5%还是在 10%水平都不能拒绝 Probit 模型随机误差正态分布的原假设。表 3 陈列了半参数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LR 检验结果(卡方值=0.133，P 值=0.9357)并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经典 Probit 模型并不嵌套于半参数

Probit 模型。此外半参数 Probit 模型的卡方检验和高阶附属参数在 10%水平全部不显著，进一步验证了本文采用经典 Probit

模型的有效性。 

表 3稳健性检验模型边际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Logit 模型 半参数 Probit模型 

非农就业 -0.736(0.191)
***
 -0.673(0.276)

**
 

互联网使用 0.233(0.093)** 0.202(0.138) 

年龄 -0.007(0.002)*** -0.006(0.002)*** 

性别 0.088(0.020)*** 0.083(0.030)*** 

教育 0.036(0.008)*** 0.035(0.008)*** 

家庭规模 0.011(0.004)*** 0.009(0.006) 

家庭消费 0.001(0.000)* 0.001(0.000) 

小汽车 0.045(0.024)* 0.050(0.030)* 

冰箱 0.035(0.017)** 0.036(0.018)** 

贫困户 -0.052(0.014)*** -0.053(0.014)*** 

耕地规模 -0.001(0.000)** -0.0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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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设施 0.035(0.014)** 0.033(0.016)** 

环境污染 -0.031(0.012)*** -0.032(0.012)*** 

工业化 0.138(0.024)*** 0.131(0.031)*** 

城郊村 0.057(0.019)*** 0.061(0.023)*** 

公交站 -0.047(0.014)*** -0.045(0.018)** 

中部地区 0.084(0.013)*** 0.084(0.013)*** 

西部地区 0.007(0.014) 0.009(0.015) 

log-pseudolikelihood 值 -4191.995 -4191.848 

Prob＞Chi2 0.000 0.989 

样本量 8008 8008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全国大样本数据，利用控制方程法和半参数似无相关双变量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互联网使用与户主非农

就业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有： 

(1)农户非农就业与互联网使用决策受到共同因素作用；户主非农就业决策，受到年龄、贫困户因素的显著负向影响，受到

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家庭耐用消费品(小汽车和冰箱)、村庄环保设施、村庄环境污染、工业化和城郊村、公交站等

因素的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使用受到户主年龄和贫困户的显著负向影响，而提高农户受教育程度、家庭小汽车和冰箱拥有、

村庄受到环境污染、工业化、城郊村和公交站显著提高了农户互联网使用概率。 

(2)使用互联网则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垃圾分类意愿，而户主非农就业不利于提高农户垃圾分类意愿；随着互联网使用的概率

提高，农户垃圾分类意愿逐渐提高；而随着非农就业概率的提高，农户垃圾分类意愿逐渐降低。进一步通过非线性估计发现，

互联网使用不能够抵消非农就业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负向影响，二者的总体影响仍然为负；此外，户主年龄、贫困户、村庄

环境污染、耕地规模、公交站等变量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而户主性别、教育、小汽车、冰箱、村内环保设施、

家庭规模、村内工厂、城郊等变量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强农村互联网、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村内非农就业，壮大青壮年群体。经济发展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增强环

保意识的基础，在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民收入多元化的趋势下，需完善相应的经济补贴、公路交通等配套措施，为出行、

垃圾处理与输出、吸引就近就业提供基础。互联网+时代，增强和普及农村电子通信、物联网技术等，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兴传

播媒介创新宣传方式，提供更多信息接收渠道，营造人人参与、人人有责的氛围，全方位引导居民环保意识。 

(2)针对非农就业人员，积极宣传环保理念，提高环保意识，有针对性地降低其非农就业的负向影响。如在儿童、青少年学

校教育中，加强环保意识教育和实践引导，并通过他们的言行对家庭成员在环保行为上产生积极影响；在老年群体中，可以通

过村集体休闲活动、聚会机会等做环保知识宣传，通过动画、影片等生动轻松的方式进行互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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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大村内环保设施建设，并因地制宜地探索垃圾分类模式。综合考虑不同村镇的人口密度、人口年龄结构、交通条件和

原有垃圾分类基础，合理布局垃圾分类回收和处理场所。加强垃圾处理新技术与居民实践的关系，让行动的主体能充分接纳和

利用垃圾处置技术，充分尊重村民主体性和创造性，探索更多具有针对性和整合性的地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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